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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自我概念理论,探讨平台型领导何时以及如何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并考察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中

介作用和促进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 对 358 份企业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平台型领导通过影响员

工基于组织的自尊正向提升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即基于组织的自尊在二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促进调节焦

点显著正向调节平台型领导与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关系,进一步调节了基于组织的自尊在平台型领导与员工突破

性创造力之间的间接效应。 研究结果揭示了平台型领导促进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方式、过程和适用条件,为组

织提高员工突破性创造力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平台型领导;基于组织的自尊;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促进调节焦点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4)02 - 0123 - 11

How does platform leadership enhance radical creativity: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and promotion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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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elf-concept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when and how platform leadership affects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examin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self-esteem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moting

regulatory focus. Through empirical testing of 358 corporate questionnaire data, the study found that platform leadership

positively enhances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by influencing organizational self-esteem, which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Promoting focu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f platform

leadership on organizational-based self-esteem, further moderating the indirect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based self-esteem

between platform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ways, processes,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platform leadership in promoting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organizations to

improve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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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性创造力是组织突破技术封锁、实现“弯
道超车”的关键要素[1],高突破性创造力能推动组

织形成更具颠覆性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流程,帮助

组织把握或创造市场的机会,打破竞争对手的技

术封锁和资源垄断[2]。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逆全

球化浪潮等形成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与“创
新枷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而突破性创造力有利于我

国企业掌握科技主导权、有效规避国外在位企业

的技术优势、重塑技术轨道[3]。 员工个体作为参

与组织持续创新的主体和基础,其生发的突破性

创造力使组织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1,3]。
领导行为被视为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关键影

响因素,已有研究探讨了变革型领导[4]、领导创新

期望差距[5]、领导网络连接[6] 等因素对员工突破

性创造力的影响。 伴随人工智能的渗透和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推进,组织结构日益扁平化,领导者和

追随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7],传统的领导理论

已不能很好的解释和驱动数智环境下的员工突破

性创造力,平台型领导应运而生[8 - 9]。 现有研究

多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在广谱效度

上探讨了创造性自我效能感[10] 和基本心理需

求[8]在平台型领导和员工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
却很少涉及平台型领导能触发何种阶段和类型的

创新。 数智环境下,平台型领导浓厚的“无为而

治”色彩、隐退属性和平台赋能的特征可能使员工

拥有更多引发突破性创造力的空间,产生更多显

著偏离组织现有管理方式且对组织有用的想

法[7,9]。 实践中,平台型领导激发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的实例已初现端倪,如小米的“去 KPI 考核”催

生了组织平台化转型所需的新型领导员工雇佣关

系,取得了薪酬和物质奖励无法替代的激励效

果[8]。 尽管解构平台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之间的关系孕育着重要学理价值,在理论层面深

入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却鲜有出现,有必要挖掘

新的解释机制和边界条件。
与既有解释机制不同,自我概念理论认为领

导对下属最深刻的影响是改变下属的自我评价结

构[11 - 12]。 基于组织的自尊作为自我概念中自我

评价维度一个重要构念,指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

履行组织角色并实现作为组织成员个人充分能力

的程度[13]。 根据自我概念理论,自我概念的形成

具有环境交互性和路径依赖性,外部环境中重要

他人会影响个体自我概念的形成,当社会信息向

员工表明他们被高度信任并有能力胜任工作角色

时,他们很可能会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14]。 自我概

念一旦形成,人们出于对自我一致性的保护,会主动

开启强化自我概念的行为模式[15]。 平台型领导主

张强化服务功能,帮助员工通过内化工作动机和构

建主人翁意识,激励员工人人都成为 CEO[9],试错

机会和冒险意愿的增强可能导致更多的突破性创

造力投入。 同时,自我概念的形成又是高度动态

的,个体会根据在组织中的地位和组织情境的变

化来判断自身在组织中的价值[14]。 平台型领导搭

建和做大做强事业平台,其“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的领导风格实现了组织、领导和员工三方互动共

赢[7,16]。 开放包容的态度和“服务第一”的原则提

高了员工在组织中的自我价值感[17],员工相信自

己有能力履行组织角色并充分实现作为组织成员

的个人价值,进而表现出与高突破性创造力相一

致的行为。 由此催生的问题是,基于组织的自尊

在平台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是否存在

联系机制。
平台型领导对人的核心假设是马斯洛需求层

次中最高的一层,即人是“自我实现人”,极度渴望

实现理想自我的终极形态[17],但这种“自我实现”
是否因人而异? 已有研究从认知资源的角度验证

了员工自我领导能够增强平台型领导对员工适应

性绩效的影响。 同时,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学者强

调领导模式对下属内在动机和自我评价的影响会

受到个人特质的调节[18 - 19],根据自我概念理论,
不同自我调节取向的个体会采用不同加工方式对

外部信息进行处理,形成个体间差异化的自我概

念[14]。 调节焦点理论则显示,具有特质型促进调

节焦点的个体强调对成长的需要、对收获的关注

和对理想自我的实现,其行为选择策略更加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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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造力和创新的开放程度较高[20 - 21]。 由此引

发的问题是,促进调节焦点能否作为平台型领导

提升员工自我价值感知并做出突破性创造力行为

的边界条件。
综上所述,本文拟基于自我概念理论构建一

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重点探讨基于组织的

自尊在平台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中

介作用,并对促进调节焦点的边界作用进行开发,
以验证平台型领导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核心

假设,为提升员工的突破性创造力提供理论借鉴

和实践参照。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假设

1. 平台型领导与基于组织的自尊

基于组织的自尊被定义为个体在特定组织环

境中对自身重要性和价值感的自我感知,具有高

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个体相信“我在这里会有所作

为” [13],基于组织的自尊可通过员工在组织内部

的亲身经历所获取,员工通常会将组织中的人际

关系和与领导的互动方式作为评判自身在组织中

价值的象征和重要标准[22]。 根据自我概念理论,
个体在与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关于自我概念

的完整认知,领导和员工的互动会对自我概念产

生影响。 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个体对于

自我能力的主观判断[23],尤其在中国情景下,员工

有更加明显的组织人格化倾向。
首先,平台型领导强调领导和员工的良性互

动和动态成长,这使平台型领导更注重集体目标

的实现以及自我利益的让渡,愿意分享财富、机
会、权力等稀缺资源[17],珍贵资源损失的敏感性使

这种“以心换心”的领导方式更容易激发员工的集

体荣誉感和组织归属感[8]。 在资源自由流动基础

上建立的交互学习、共同成长的上下级关系表明

了领导对员工的高度信任,真正解决了公平和分

享的难题。 领导赋予的特权感使身处集体中的员

工感受到更高程度的重视,增强他们基于组织的

自尊。 其次,平台型领导注重平台的搭建和做大

做强激励员工,通过事业平台机制为员工赋能是

平台型领导“无为而治”的具体表现[7,16]。 平台型

领导坚持终身学习助推平台做大做强,搭建平台

并为员工制定阶段性目标和挑战性任务,充分发

挥员工特长释放员工兴趣潜能[8]。 最后,领导资

源共享和共同事业提升让员工感受到对工作的控

制感和预测感,员工感受到作为组织成员的重要

性,形成一种对组织积极的解释结构[14]。 根据自

我概念理论,领导的开放行为一旦被员工内化并

整合到个体对自我概念的评价中,就成为自我概

念的一部分[24]。 平台型领导提供的知识共享、情
感支持和技能培训提升了员工对自我价值的认

知,员工感受到自身所扮演组织角色的意义,将积

极事件归因于个体能力提升的可能性增加,有助

于提高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 因此,本文提出假

设 1: 平台型领导对基于组织的自尊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
2. 基于组织的自尊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富有创造力的个体通常具有与创造力相关的

自我概念或自我表征[25]。 根据自我概念理论,自
我概念需要通过与之相应的行为来进行验证和维

持。 个体总是倾向于保持自我感知形象与所表现

行为之间的一致性[24]。 当员工相信自己有能力提

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的结果输出时,高自我价值

实现会占据他们发展自我概念的中心地位[14],员
工会试图借助平台寻找发展性资源支持并表现出

与高绩效创造者相一致的行为。
基于自我概念理论,基于组织的自尊对员工

产生突破性创造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

面。 行为指向性方面,基于组织的自尊作为一种

更具体的自尊形式不同于基于“领导”的自尊,组
织自尊的获取来源于特定组织经历带给员工自我

价值感的提升,员工做出有利于组织的行为是为

了维持和加强积极自我评价[26],验证角色身份对

组织的贡献,其行为指向并不聚焦于领导员工互

惠关系或回报原则,更多出于对组织整体利益的

考虑[27]。 突破性创造力涉及对组织现有产品和框

架的重大调整,有利于打造组织持续创新优势,激
发组织创新活力。 因此,自我概念的强化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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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在行为稳定性方面,基
于组织的自尊水平较高的员工坚信自己是有价值

并可以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组织成员[13]。 自我概

念理论认为,员工进行自我验证的目的更多是为

了保持自我价值的一致性( self-consistency),而不

总是为了自我提升(self-enhancing) [11,28]。 已有研

究表明,员工的主动提升行为可能被领导判定为

过度表演,造成组织绩效降低[29]。 因此,面对突破

性创造力伴随的高风险和高成就,出于对自我概

念的维护而不是自我提升的表演,员工自我概念

体系构建下的突破性创造力转化更少受到组织内

部人际关系和组织氛围的影响,具有跨情境的稳

定性[13]。 组织自尊的提升促使个体在追求新的行

动方案时,确定自己具备克服障碍的能力,减少对

角色外行为高风险的顾虑[15]。 在行为动机方面,
自我概念理论认为,自我概念是一种“主动的解释

结构” [14],高基于组织的自尊员工会主动将情境

特征转化为特定反应,个体主观寻求自我概念的

维持更为直接的触发员工内在动机,员工愿意重

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模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惯性,维
护积极的自我概念[30]。 另外,突破性创造力的本

质是现有认知模式的偏离,要求员工打破原有的

认知模式和知识结构,频繁产生计划外变革性的

想法[31]。 高基于组织的自尊更容易克服长期在单

一路径积累所导致的创新能力的刚性[32],愿意主

动搜索新信息、采取原创性方法解决问题等[30]。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基于组织的自尊对员工

突破性创造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3. 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中介效应

根据自我概念理论从身份内化到行为验证的

过程原理[14],当员工体验到平台型领导度己化人、
分享利他的做法时,会享受自己在团队中掌控和

胜任工作带来的幸福感,对工作的操纵权和受到

重视所带来的积极自我评价成为个体寻找内在动机

的关键刺激点[33]。 员工一旦产生较高的自我价值

感知,就会形成认知和情感上的“自助升级” [34],此
时员工的自主性调节将占据主导,会不自觉地赋予

工作使命感,愿意自发施行具有高风险和高成就感

的突破性创造力行为进行自我验证[35],不再依靠

传统领导模式自上而下的持续激励。 平台型领导

拓宽了员工发展空间,突破员工潜能释放的上限

阈值限制,最大限度满足员工自我实现和自我提

升的需求[17],拥有较高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员工相

信自己可以获得组织提供的资源支持,愿意为平

台持续发展和共同事业进步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突

破性创造力。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基于组织

的自尊在平台型领导和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中

起中介作用。
4. 促进调节焦点的调节效应

根据自我概念理论,自我概念的构建除了受

到上述外部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
在与外部环境中重要他人互动过程中,不同自我

取向的员工会有选择性地将外部信息整合到自我

概念中,并对这一自我概念进行自我强化[14,35]。
调节焦点理论认为自我调节的过程通过促进

型调节焦点和防御型调节焦点两个独立的自我调

节动机策略系统开展[36]。 员工的促进和防御焦点

水平与情境特征存在交互作用,当人们的调节焦

点与工作目标需求相匹配时,更有利于激发与个

体调节焦点相一致的自我评价[37]。 与自我调节相

关的两种常见的自我评价倾向是自尊和自我效能

感[36]。 具体而言,高促进调节焦点的个体以期望

和愿景作为战略导向,倾向于注意和回忆与成功

事件有关的信息和情绪,愿意实现理想自我和成

长目标[38]。 平台型领导鼓励跨部门协调合作为个

体追求自我成长注入能量,维护和优化平台为员

工提供了实现个人理想和愿望的机会,保持对创

造力开放宽容的心态并注重塑造和谐的上下级互

动关系[8]。 因此,当高促进调节焦点的员工接触

到平台型领导模式下的线索和环境时,更容易关

注这一系列积极事件并将其整合到自我概念中。
相反,低促进调节焦点的员工在进行自我调节时

会降低自我实现需求,不会特别渴望接近理想自

我的最终形态[36 - 37],对平台型领导所倡导高价值

成就需求理念并不敏感。 在此情境下,领导者所

表现出的平台型领导行为对具有这种思维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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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而言是无意义的,他们不太可能专注于从领

导那里获取额外信息,为形成积极自我概念提供

充分证据[39],不会对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产生过

多的正面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4: 促进调节

焦点在平台型领导与基于组织的自尊之间发挥调

节作用,当促进调节焦点水平较高时,平台型领导

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正向影响会更强;反之,则
更弱。

5.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综合上述分析以及对假设 3 和假设 4 的预测,
本文进一步推导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根据

调节焦点理论,调节焦点反映了个体对环境中不

同类型信息的敏感性以及对信息的认知和加工方

式[40]。 调节定向显著预测个体的人格、动机和态

度,进而影响其工作行为[38]。 具体而言,高促进调

节焦点的员工特别容易受到与追求成功相关信息

的激励。 这些个体有清晰的未来规划,在努力实

现目标时不刻意考虑潜在的损失,其行为策略指

向内心期望的最终形态[41]。 平台型领导的管理

风格催化了高促进调节焦点员工强烈的成长意识

和能力认同,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和掌控感增加了

基于组织的自尊在员工自我概念中的重要性和中

心性[42]。 为维持和验证自己在组织中的价值,高
促进调节聚焦员工更广泛地将个体能量投资于突

破性创造力。 另外,低促进调节焦点的员工往往

缺乏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的能动性,对积极线索

的存在不敏感,更少感受到工作本身的价值与意

义[43]。 在自身缺乏原始成就动力情况下,此类员

工难以产生积极的自我评价,倾向于逃避不确定

和不可预测的工作情境,难以打破已有思维模式

和颠覆既定规则提出原创性想法[44 - 45],也难以促

进突破性创造力的提升。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提

出假设 5: 促进调节焦点正向调节了平台型领导

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间接

影响,促进调节焦点水平越高,上述间接效应就越

强;反之,则越弱。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

作用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假设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发送电子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样本

多来源于江苏、河北等地,涉及制造业、计算机服

务和轨道交通等行业。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对研

究数据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二时点领导—员工配

对样本的形式收集数据。 研究者在调查开始前通

过电话联系被调研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提前告知

本次调研的方式和目的,邀请其联络参加调研的

下属和直属领导,并承诺对所有填答结果进行保

密。 第一时段收集平台型领导、基于组织的自尊

和控制变量员工,均由员工填写。 在收集完人口

统计学信息之后,对问卷进行编码,之后发放 430
份员工问卷,回收 399 份问卷,回收率为 92. 79% 。
第二时段收集促进调节焦点和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其中员工突破性创造力问卷发放给领导填写。
对应编号发放 399 份员工问卷和 86 份领导问卷,
收回全部问卷后,剔除没有正确编号、前后矛盾、填
写不完整、全部填写同一个选项的不合格问卷,最终

保留有效配对的领导问卷 69 份,问卷有效率为

80. 23%,员工问卷 358 份,问卷有效率为 89. 72%。
一个领导平均评价 5. 19 名员工。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有效样本中,年
龄方面,25 岁及以下占比 18. 44%,25 ~ 30 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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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05%,30 ~ 35 岁占比 33. 80%,35 ~ 40 岁占比

11. 45%,40 岁以上占比 7. 3%。 男性占比 69. 27%,
女性占比 30. 73%。 专科学历占比 30. 73%,本科学

历占比 47. 49%。 工作年限在 2 ~ 5 年占比 21. 51%,
5 ~10 年占比 41. 90%。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信效度,各变量

的测量量表均选自国内外知名期刊文献中已发表

过的成熟量表。 所有量表题项均采用 Likert 5 点

计分,(1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在问卷设

计完成后在企业选取 74 名员工和领导进行小样本

测试,问卷测量结果显示信效度良好。
平台型领导:本文采用郝旭光等[8] 开发的 6

维度量表,共包含 25 个题项。 如“我的领导不介

意与下属分享荣誉和机会”。 这个量表在本次研

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6。
促进调节焦点:采用 Lockwood 等[37]编制的个

体特质调节焦点量表,共包含 9 个题项。 如 “我经

常想象我将如何实现我的希望和抱负”。 这个量

表在本次研究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2。
基于组织的自尊:为了更契合中国情境,本研

究采用舒睿等[39]在 Pierce 等的量表基础上进行修

订后的量表,共包含 8 个题项。 如“我在公司里很

受重视”等 8 个题项。 这个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2。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采用了 Madjar 等[43] 的量

表,共包含 3 个题项。 如“下属能够提出高度创意的

新想法”。 这个量表在本次研究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 87。
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工的性别、年龄会影

响员工的创造力[42] 。 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本
文还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这些变量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员工在其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

和问题解决能力,会对自尊和创造力的产生造成

影响[46 - 47] 。
三、数据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 Mplus 8. 3 软件应用验证性因子分

析检验研究关键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知,四因子模型(ੱ2 = 1 567. 949, df =
939, RMESA = 0. 043, CFI = 0. 935, TLI = 0. 932,
SRMR =0. 038) 拟合良好,且模型的拟合度显著优

于其它备选模型。 因此,本文采用量表有良好的

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 / df RMSEA CFI TLI SRMR
PFL; OBSE; RDI; PRO 1 567. 95 939 1. 67 0. 04 0. 94 0. 93 0. 04
PFL + OBSE; RDI; PRO 2 530. 10 942 2. 69 0. 07 0. 84 0. 83 0. 07
PFL +OBSE +RDI; PRO 2 931. 10 944 3. 11 0. 08 0. 80 0. 79 0. 07
PFL +OBSE +RDI +PRO 4 438. 51 945 4. 70 0. 10 0. 64 0. 62 0. 11
含未观测方法潜因子
模型

1 508. 92 900 1. 68 0. 04 0. 94 0. 93 0. 04

注:N = 358,PFL = 平台型领导,OBSE = 基于组织的自尊,RDI = 员
工突破性创造力,PRO = 促进调节焦点。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所涉及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其中,平台型领导与基于组织的自尊( r =
0. 57, p <0. 01)、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r = 0. 45, p <
0. 01)均显著正相关,基于组织的自尊与员工突破性

创造力( r = 0. 46, p < 0. 01)显著正相关,促进调节

焦点与平台型领( r = 0. 34, p < 0. 01)、基于组织的

自尊( r = 0. 32, p < 0. 01)均显著正相关。 相关分

析的检验结果符合本文理论推演,为假设检验奠

定基础。
表 2　 描述性分析与相关系数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性别 1. 31 0. 46 — — — — — — —
2. 年龄 2. 60 1. 13 0. 06 — — — — — —
3. 教育程度 2. 39 0. 82 0. 04 0. 13∗ — — — — —
4. 任职时长 2. 65 1. 13 0. 05 0. 16∗∗ 0. 17∗∗ — — — —
5. 平台型领导 3. 91 0. 69 0. 03 0. 04 0. 06 0. 09 — — —
6. 促进调节焦点 3. 86 0. 80 0. 03 0. 01 0. 17∗∗ 0. 01 0. 34∗∗ — —
7. 基于组织的自尊 3. 80 0. 85 0. 04 0. 01 0. 06 0. 02 0. 57∗∗ 0. 32∗∗ —
8.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3. 86 0. 94 0. 03 0. 14∗ 0. 01 0. 01 0. 45∗∗ 0. 32∗∗ 0. 46∗∗

注:N = 358,∗p < 0. 05,∗∗p < 0. 01,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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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研究使用温忠麟等[48]的方法,采用 Mplus8. 3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把基于组织的自尊作

为因变量,模型M3 中只放入控制变量,模型M4 在

M3 的基础上加入平台型领导作为自变量,结果如

模型 M4 所示,平台型领导对基于组织的自尊有显

著正向影响(β = 0. 72, p < 0. 001),假设 1 得到验

证。 模型 M1 显示基于组织的自尊对员工突破性

创造力的影响显著为正(β = 0. 52, p < 0. 001),假
设 2 得到验证。 把平台型领导、基于组织的自尊、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同时放入模型,在考虑基于组

织的自尊的前提下,观察平台型领导对员工突破

性创造力的影响是否减弱,模型 M2 显示基于组织

的自尊正向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β = 0. 37, p <
0. 001),平台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仍存在

显著正向影响,但从效应值原来的 0. 59 降为

0. 33,假设 3 得到初步验证。
表 3　 层级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基于组织的自尊

M1 M2 M3 M4 M5
控制变量

性别 - 0. 12 0. 12 0. 09 0. 06 0. 04
年龄 0. 13∗∗ 0. 12∗∗ - 0. 01 - 0. 04 - 0. 03

受教育程度 0. 05 0. 06 - 0. 07 - 0. 02 - 0. 01
工作年限 - 0. 01 0. 02 - 0. 03 0. 03 0. 03

自变量

平台型领导 — 0. 33∗∗∗ — 0. 72∗∗∗ 0. 71∗∗∗

中介变量

基于组织的自尊 0. 52∗∗∗ 0. 37∗∗∗ — — —
调节变量

促进调节焦点 — — — — 0. 21∗∗∗

交互项

平台型领导 ×
促进调节焦点

— — — — 0. 23∗∗∗

R2 0. 29∗∗∗ 0. 33∗∗∗ 0. 01 0. 38∗∗∗ 0. 43∗∗∗

ΔR2 0. 04 0. 04 0. 01 0. 37 0. 05
注:N = 227,∗p < 0. 05,∗∗p < 0. 01。

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本文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选择 95% 的置信区间,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 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结果显示

基于组织的自尊在平台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新

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0. 27,p <
0. 001),95% 的置信区间为[0. 168,0. 393],不包

含 0。 假设 3 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 4　 基于组织的自尊中介效应路径分析结果

效应关系 作用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差 LLCI ULCI

直接效应

平台型领导→基于
组织的自尊

0. 72∗∗∗ 0. 07 0. 59 0. 87

基于组织的自尊→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0. 37∗∗∗ 0. 07 0. 23 0. 51

间接效应
平台型领导→基于
组织的自尊→员工
突破性创造力

0. 27∗∗∗ 0. 06 0. 17 0. 39

(四)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促进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本文对

平台型领导和促进调节焦点进行中心化处理后,
构建了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乘项。 检验结果如

表 3 所示,首先在模型 M3 中放入控制变量,其次,
模型 M5 在模型 M3 的基础上,把平台型领导、基于

组织的自尊、促进调节焦点和交互项共同放入模型,
结果显示,平台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基于组织

的自尊 (β =0. 71, p <0. 001)、促进调节焦点显著正

向影响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 (β =0. 21, p <0. 001)、
平台型领导与促进调节焦点中心化后的交乘项显著

正向影响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 ( β = 0. 23, p <
0. 001),说明促进调节焦点显著调节平台型领导对

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影响,假设 4 得到初步支持。
为进一步明晰促进调节焦点调节作用的方向

和大小,本文选取促进调节焦点正负一个标准差

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见图 2。 在低水平促进调

节焦点下,平台型领导与基于组织的自尊的正向

关系较弱(simple slope =0. 52, p <0. 001),在高水平

促进调节焦点下,平台型领导与基于组织的自尊的

正向关系较强(simple slope =0. 88, p < 0. 001),该结

果进一步为验证假设 4 提供了支持。

图 2　 促进调节焦点在平台型领导和基于组织的

　 　 自尊之间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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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 Preacher 等[49] 的建议,在调节变量促进

调节焦点低于和高于均值 1 个标准差的水平上,检
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在 95%置信区间上对研究模型进行参数

估计。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当促进调节焦点处

于低水平时,平台型领导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影

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 21,
95%CI = [0. 12, 0. 31], 不包括 0)。 当促进调节

焦点处于高水平时,平台型领导通过基于组织的

自尊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 310, 95%CI = [0. 18, 0. 44], 不包括 0),且高低

分组间差异显著(β =0. 10, 95%CI = [0. 03, 0. 16],
不包括 0)。 这说明,在高促进调节焦点条件下,基
于组织的自尊中介效应更强,假设 6 得到验证。 最

后,本文采用 Spss 软件在 Process 宏程序中运算出

INDEX 指标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

显示 INDEX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值 0. 08,标准差

0. 02,95%置信区间为[0. 04, 0. 13],不包含 0,假
设 5 得到进一步支持。

表 4　 基于组织的自尊中介效应路径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效应值 标准误差 LLCI ULCI

低促进调节焦点 0. 21 0. 05 0. 12 0. 31

高促进调节焦点 0. 31 0. 07 0. 18 0. 44

差异 0. 10 0. 03 0. 03 0. 16

四、讨论

(一)研究结论

(1)平台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具有正

向促进作用。
(2)基于组织的自尊在平台型领导和员工突

破性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3)促进调节焦点显著调节平台型领导与基

于组织的自尊之间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当促进

调节焦点高时,平台型领导和基于组织的自尊之

间的关系更强,反之更弱。
(4)平台型领导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影响员

工突破性创造力的间接效应受到了促进调节焦点

的调节,当促进调节焦点高时,基于组织的自尊中

介效应更强。
(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在根据“过程论”对创新分类的视

角下,关注创造力,并聚焦于难度和风险更大、回
报和价值更高的突破性创造力,弥补了以往研究

经常笼统地将创新过程投入视为单维变量的不

足。 完善了郝旭光等[8]提出的平台型领导对员工

创新的价值,有利于更为完整地认识平台型领导

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作用。 除此之外,本文通

过探讨平台型领导对员工个体突破性创造力的

影响,印证了在中国情境下,平台型领导把员工

置于平台中央,强调无为而治、度己化人和彼此

平等的价值观,来最大化激发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扩充了微观层面上的突破性创造力实证

研究。
第二,本文立足自我概念理论,明确了基于组

织的自尊在促进员工突破性创造力方面发挥核心

驱动效力。 自我概念理论认为,个体在情景互动

过程中产生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基于组织的自

尊本质上是个人的自我概念在特定情境下的反

映,尤其在中国文化情境下,个人独立的“自我”较
弱,更多通过社会关系和组织特征来定义自我。
平台型领导认为领导者的美好品质不是指挥下属

的权威标杆,而是搭建平台的必要条件。 立足于

平台本身,权利距离的缩短和互动频次的增加使

员工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下更多感受到基于“组
织”的自尊,而不是基于“领导”的自尊。 因此,在
面对突破性创造力这类高风险、高偏差的角色外

行为时,出于保持和强化自我概念的组织自尊会

发挥作用,这一发现解释了员工发展突破性创造

力背后的深层逻辑,验证了自我概念理论对领导

因素与下属创造性创造力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解

释效力。
第三,本文发现促进调节焦点是平台型领导

发挥效用重要的边界条件。 高促进调节焦点的

员工更容易将积极信息内化到自我概念中,增强

平台型领导对员工基于组织自的尊的影响。 当

前对平台型领导权变适用性的探讨尚处于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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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国内仅熊立等[16] 从个体认知角度探讨了

员工自我领导与平台型领导的契合有利于员工

产生工作沉浸。 本文从调节取向角度出发,印证

了平台型领导基于员工是“自我实现人”的核心

假设,证明了平台型领导影响员工自我价值感知

的有效性取决于员工追求理想自我的程度,同时

也支持自我概念理论关于个体特征能够增强或

削弱情境中重要他人对员工自我评价影响有效

性的观点。
(三)实践启示

首先,为重构行业竞争生态,打造核心竞争优

势,企业应当着重提升员工的突破性创造力,着力

打造创新平台。 本文研究发现,平台型领导能激

发和驱动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因而在尝试从事突

破性创新的组织中,要鼓励领导积极反思并颠覆

某些思维观念,将领导重心逐渐从管控转向赋能。
企业可以采取定期制定领导发展计划并提供创新

实验室、跨团队项目或思维导向工作组等方式,跟
踪领导者绩效,提供有关其工作表现的实时反馈;
通过锻炼平台型领导技能,深耕并不断扩大员工

事业发展沃土,促进异质性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无

障碍流动,鼓励员工通过高水平切磋沟通提升创

造力。
其次,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中介作用则启示

领导者,个体积极的自我价值评估对突破性创

造力至关重要。 企业及领导者要触发员工维持

自我概念的深层次动机,招聘具有较高集体主

义倾向的员工,促使员工将组织目标内化为自

我目标;可以尝试通过给与技能资源支持,强化

员工对自我认知和定位的积极构建;也可以鼓

励员工通过非常规活动干预组织对自身重要性

的评价,使其真切感知到组织对自己职业尊严

的充分认可,以达到晋升和薪酬等外在动机无

可比拟的效用。
最后,领导者应该对员工个人特质保持关注。

数智时代,虽然员工的专业素质和知识储备显著

提高,但个体在长期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稳定

人格倾向会影响其对情境信息的解释。 因此,企

业在员工招聘和晋升过程中,可将员工调节焦点

作为评价标准之一。 可以尝试设置专项培训课

程、提供更多自主机会等方式来提高员工的促进

调节焦点,最大化平台型领导的效用价值。
(四)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首先,在研究设计上,本文通过发送链接的形

式进行线上问卷数据收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

差,未来可尝试丰富调研方法。
其次,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仅控制了人

口统计学变量,但突破性创造力是个人情境交互

的结果,可能受到团队氛围、团队发展阶段和组织

规模的影响,未来可以单独探讨团队层面变量对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或者和平台型领导的交

互作用。
最后,本文基于自我概念理论视角探讨基于

组织的自尊的中介作用和促进调节焦点的调节作

用。 但除基于组织的自尊外,也可以探讨员工创

新角色认同、创新自我效能感等的中介作用。
另外,从自我概念的角度出发,未来也可以将

自我概念的两个子维度整合到同一模型中,对比

分析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的中介效用差异,同时

考虑差错管理氛围,情绪智力等边界条件的影响,
丰富自我概念理论的现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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